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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身德育针对传统的“离身”倾向和现象，明确了身体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

作用在德育中的不可替代性，能有效克服德育知行脱节现象。本文从具身道德的概念隐喻、

具身道德情绪、具身道德情境三个方面论述具身道德领域的脑科学研究前沿成果，为具身德 

育新理念提供认知神经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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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立

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九大”进一步强调了立德树人的重要地位，同时，教

育部也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指导我国德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在传统

认知观和“离身”德育的影响下，目前我国德育工作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德育过程知识化、

灌输式的倾向，以及德育知情行不合一等问题
［1］

。 

近年来，在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道德的“具身性”观点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逐渐从离身( disembod-ied) 向具( embodied) 

发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身体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具身道德( em-bodied 

morality) ”这一概念。具身道德理论认为，身体及其活动方式与道德心理和行为是相互作

用的，强调身体经验及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道德抽象概念认知的影响
［2］

，为理解道德加

工的心理和神经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通过对世界道德具身认知机制研究的跟踪，扎根中国优秀的“修身”

传统，率先提出了“具身德育”( embodied moral education) 这一专门术语，创立了具身

德育新体系
［3］

。具身德育就是源于具身认知的德育，是指身体经验同道德认知与判断等心理

过程相互嵌入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4］

。具身德育将“认知”与“身体”( 及其行动) 有机统一

在一起，确保了在道德内化于心的学习阶段，就厚植了道德外化于行的“活性因子”，为有

效克服德育知行脱节现象提供了钥匙。 



本文从具身道德的概念隐喻、具身道德情绪、具身道德情境三个方面论述具身道德领域

的脑科学研究前沿成果，为具身德育新理念提供认知神经科学依据。 

二、道德概念具身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具身隐喻( embodied metaphors) 是指个体自动将身体经验有关的具体概念( 例如视觉、

触觉、温度觉等) 与抽象概念( 例如明暗、软硬、冷热等) 形成联结的过程
［5］

。概念隐喻理

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 认为，隐喻是人类通过具体的、熟悉的事物或概

念来理解和认识抽象的事物或概念的认知方式，道德可以在隐喻维度上表征，隐喻维度也可

以直接影响道德认知和行为
［6］

。该理论认为身体经验才是道德概念形成的基础。道德抽象概

念的具身隐喻主要包括清洁隐喻( 干净是道德的，肮脏是不道德的) 、空间隐喻( 向上是道

德的，向下是不道德的) 、温度隐喻( 热的是道德的，冷的是不道德的) 、颜色隐喻( 白色

是道德的，黑色是不道德的) ，等等。 

目前，具身道德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大多集中在清洁隐喻和空间隐喻领域，也有少

数研究对颜色隐喻、触觉隐喻等进行了一些探讨，研究内容多侧重于考察道德隐喻的心理现

实性以及在神经生理活动上的反映，初步揭示了道德隐喻加工的神经机制，为具身道德理论

和具身德育新理念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证据。 

（一）道德清洁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道德清洁隐喻强调道德概念和身体洁净以及不道德概念与身体肮脏之间的自动联结
［7］

。

这种联结最生动的场景应该是麦克白效应，即麦克白夫人谋杀邓肯国王后想洗手，这表明不

道德的行为引发了对身体清洁的要求。Zhong 和 Liljenquist 在一系列实验中证明，身体

清洁和道德纯洁在心理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个体在经历不道德事件后，有身体洁净的心理与

行为倾向，以保持和恢复原有的道德自我意象
［8］

。此后，道德清洁隐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并得到了脑科学研究证据的支持。 

Denke 等人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 (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手段

揭示了道德清洁隐喻的脑机制，结果显示，被试在执行不道德行为后比在执行道德行为后更

喜欢清洁产品，而对于非清洁产品则没有出现这种偏向性。fMRI 结果显示，被试进行不道

德行为时大脑双侧感觉运动区域出现了显著激活;而且，与道德行为相比，在进行不道德行

为后，对清洁产品评分时左侧感觉运动区也明显激活，但在评价非清洁产品时并未发现类似

的结果
［9］。Schaefer 等人进一步证明，感觉运动皮层参与道德清洁的具身隐喻是依赖于身

体局部组织的。该研究发现，在语音邮件中撒谎后，对漱口水产品评分更高，在书写谎言后，

对洗手产品评分更高。fMRI 结果显示，在书面笔记中说谎后，会激活感觉运动脑区的手部



映射区域，而且只有在对洗手产品进行评分时才会激活; 在语音邮件中说谎后，会激活感觉

运动脑区的口部映射区域，而且只有在对牙膏和漱口产品进行评分时才会激活。显示出躯体

特异性和双重分离效应
［10］。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大脑的感觉运动皮层在道德清洁隐喻中发

挥着中心作用，为具身道德清洁隐喻提供了神经生物学证据，说明关于道德的抽象概念是建

立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上的。 

事件相关电位( event － related potential，ERP) 研究也为具身道德清洁隐喻提供了证据。

例如，颜志雄等人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语义启动范式，考察了身体清洁刺激启动后对道

德纯洁词加工的影响及其内在神经机制。结果发现，启动词( 清洁词 vs． 非清洁词) 与目

标词( 道德纯洁词 vs． 非词) 四类刺激类型所诱发的 N400 成分差异显著，与非清洁词 － 

道德纯洁词相比，清洁词 － 道德纯洁词诱发了更小的 N400 波幅。表明身体清洁词与道

德纯洁词之间存在紧密的语义联结，身体清洁词启动后，个体更关注道德纯洁信息
［11］。 

（二）道德空间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空间隐喻在人类的认知和抽象概念表征系统的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受到直立身体结

构和地球引力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对空间垂直概念的理解和体验尤为深刻
［12］。大量研究表

明，道德认知与视觉空间感知存在“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的隐喻映射关系。例如，Meier 

等采用 IAT 范式的研究发现，道德概念与垂直空间线索具有内隐联结关系，道德词汇与“上”

的关系更为密切，不道德词汇则与“下”的关系更为密切，即道德的垂直隐喻表征规则是“道

德在上”“不道德在下”
［13］。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证明了道德空间隐喻的存在，并初步揭示了其内在机制。例如，顾

倩的研究发现: 在进行英文字母快速识别时，字母位于隐喻一致的位置的试次( 显示道德词

之后字母出现在上方或显示不道德词之后字母出现在下方) 比不一致的试次( 显示道德词

之后字母出现在下方或显示不道德词之后字母出现在上方) 激活的 N1 和 P300 峰值更高，

说明个体存在固有的“道德在上”的隐喻映射; 在进行道德词语效价判断时，道德词语呈现

在屏幕上方时被试的反应时更短，且不一致的试次( 道德词出现在屏幕下方或不道德词出现

在上方) 激活的 N2 和 N400 波幅更高，说明垂直空间的启动会对道德概念的加工产生影

响。证明了汉语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存在心理现实性，且这种概念隐喻是双向的
［14］。王

汉林等人的研究也发现，道德概念与空间感知隐喻不一致时诱发了更大波幅的 N400
［15］。 

Wang 等人还考察了道德垂直空间隐喻表征的不对称性。研究采用线索—目标任务，考

察被试在垂直空间维度上加工道德概念词汇的时间进程。结果发现，“道德在上”联结诱发

了较小的 N1 波幅、较高的 P2 和额叶 LPC 波幅，而“不道德在下”联结只在冲突条件下



诱发了更大的 LPC。表明这两种隐喻联结在时间进程上是不对称的，“不道德在下”联结比

“道德在上”联结起作用晚
［16］。 

（三）道德触觉隐喻和颜色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除了道德清洁隐喻和空间隐喻外，研究者还对道德触觉隐喻和道德颜色隐喻的神经机制

进行了初步探讨。Gan 等人在考察道德的彩色隐喻时发现，被试加工绿色的不道德词比道

德词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而且，绿色不道德词在早期注意加工、语义加工和晚期道德推理评

估阶段分别引发了显著的 P200、N300 和 LPC 成分
［17］。Schaefer 等人在道德的触觉隐喻研

究中发现，与触摸顺滑物体相比，触摸粗糙物体的被试在道德评价阶段( 评价社交互动质量) 

大脑感觉运动皮层( SI、SII) 、前运动皮层、海马回、杏仁核均被激活，表明个体能够通过身

体触觉经验建构社会道德概念
［18］。Schaefer 等人还发现，与触摸柔软物体的被试相比，触

摸过坚硬物体的被试静息状态时大脑初级躯体感觉皮层 SI 出现激活，且在道德判断阶段感

觉运动皮层参与得更多
［19］。这些研究为基于颜色和触觉的道德隐喻提供了神经生理证据。 

总之，ERP 和 fMRI 研究证明了道德的具身性及其加工机制，从道德认知的角度，为具

身德育新理念提供了神经科学证据。 

三、具身道德情绪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情感作为人的一种行为表现，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身体的行为，同样，道德情感也是一

种身体行为
［20］。具身德育理论认为，导致学生知行不一的最主要原因是情感作为内驱力之

源的匮乏，由此决定了情感在知行合一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催化剂、兴奋剂、固化

剂的作用
［21］。 

情绪作为个体的主观感受，伴随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过程而产生，很难与道德加工过程

分离
［2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道德情绪在道德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并采用

认知神经科学手段进行了一些探索，试图揭示情绪对道德认知加工的影响机制以及情绪在道

德判断过程中的地位作用。 

（一）道德情绪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道德情绪对道德认知影响的脑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抽象道德概念认知的具身隐喻研究

中。燕良轼等人探讨了语义启动道德厌恶后身体清洁词加工的时间特征及其神经机制，结果

发现，道德厌恶情绪启动后，被试加工与清洁概念有关的语义材料诱发了更大的 LPC 波幅

( LPC 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 ，表明被试产生了强烈的情绪体验，使认知加工更加精细
［23］。

采用同样的实验范式，陈玮等人探讨了厌恶情绪在黑白颜色道德隐喻加工中的作用，结果发

现，道德厌恶词启动后，黑色中性词的加工时间比白色中性词更长，且诱发了更大的 N1 和 



N350 波幅，表明在道德厌恶情绪的参与下，与道德颜色隐喻相关的刺激需要更多的认知资

源，以进行更加精细的加工
［24］。朱金富等人探讨了厌恶情绪对道德垂直空间隐喻加工的作

用及其神经机制，结果发现，与非道德厌恶刺激相比，道德厌恶启动后，被试加工呈现在屏

幕下方的中性目标词时诱发了更大的 P2 和 N400 波幅，表明道德厌恶情绪与道德空间隐

喻形成了语义联结，从而促进个体对道德垂直空间隐喻的加工
［25］。 

此外，有静息态 fMRI 研究发现，实际身体清洁降低了右侧脑岛、内侧前额叶( MPFC) 等

与道德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的激活程度，而清洁启动则降低了右侧额上回、额叶中回等与执

行控制加工有关的脑区的激活程度。同时，实际身体清洁也改变了脑岛 /MPFC 和情绪相关

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而清洁启动则改变了道德和感觉运动脑区之间的连接。表明实际身体

清洁和清洁启动激活的脑区和脑功能网络并不相同，为不同清洁类型对随后态度和行为的不

同影响提供了神经证据
［26］。 

（二）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作用 

Greene 等人提出的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涉及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 一个是外显

的认知推理过程，与抽象道德原则的习得和遵循有关; 另一个则是内隐的情绪动机过程，与

社会适应相联系。通常情况下，这两个系统会协同作用以促成道德判断
［27］。脑成像研究也

发现，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与社会认知、情绪加工相关的诸多脑区均出现了显著的激活状

态，这说明认知推理、情绪情感都参与了道德判断过程。Greene 和 Haidt 梳理了参与道德

判断的功能脑区: 腹内侧前额叶负责加工感知刺激中的社会情绪成分，并将情绪信息整合到

道德判断中; 后扣带回和楔前叶负责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情绪刺激，与道德判断中的情绪性信

息有关; 杏仁核负责社会情绪的加工，尤其对道德情境中的消极情绪敏感; 前扣带回和下顶

叶负责感知和表征道德情境中的社会性信息; 背外侧前额叶负责道德判断中的抽象推理和

逻辑判断，是典型的认知中枢
［28］。 

情绪、直觉、认知推理等心理加工要素在道德判断过程中是以什么样的顺序起作用呢?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的高时间分辨率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一般认为，道德判断任务中，ERPs 早

期成分主要反映道德直觉和道德情绪，晚期成分主要与道德认知有关。具体来讲，与道德判

断相关的 ERPs 成分主要有三种
［29］: 一是反映道德直觉的指标 N1，为刺激呈现后约 100ms 

出现的负波; 二是反映道德情绪的指标 N2( 刺激呈现后 200 到 350ms 之间达到峰值的负

波) 和 P2( 刺激呈现后 200ms 左右达到峰值的正波) ; 三是反映道德认知推理的晚正电位

( LPP) 、P3 和慢波等晚期成分，出现在刺激后约 300 ～ 800 毫秒。ERP 研究结果表明，

道德判断加工过程中，直觉和情感加工要先于认知推理加工。道德直觉和情绪可能是道德判



断早期的自动化加工过程，而认知推理则是处于道德判断晚期的控制化推理过程［30］。这

就意味着“知行脱节”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就是“情”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而这一切，

又回到了具身认知所强调的基于直觉情感的体知、体悟
［31］。 

四、具身道德情境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具身德育理论认为，身体力行离不开情境，道德行为和德育也都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

情境即人和事所处的场景或环境。道德情境是道德发生的场景或环境，是具体、直观和吸引

人的。什么情形、什么条件下产生什么道德或不道德行为，都是由“此时此处”特定因素制

约的，一般的道德法则和规范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发挥作用
［32］。道德情境相关研究常采用

道德两难困境( moral dilemma) 范式。近年来，一些研究初步探讨了自我相关性、刻板印象

等以人为中心的因素对不同道德情境中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取得了一

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 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自我相关性( self-relevance) 即道德刺激或困境与决策者的关联程度
［33］。研究发现，人

们在道德判断和决策中更愿意牺牲自我利益去帮助亲人和朋友，而不是帮助陌生人
［34］。占

友龙等人采用两难情境启动范式，通过 ERP 技术考察了声誉损失风险下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

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低声誉损失风险下被试对朋友的帮助选择要显著高于对熟人的，且对

熟人的也显著高于对陌生人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倾向”; 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被

试对熟人的帮助决策消耗了更长的时间，体验到了更强烈的不愉快感受，表现出一种有趣的

“熟人效应”。ERP 结果表明，低声誉损失风险下被试对熟人的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情

绪反应有关的 P260 和 N2 成分，以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 LPP( 300 ～ 450ms) 成分，并相

应引发了更大的δ 频段( 1～4Hz，200～300ms) 和α 频段( 8～13Hz，300 ～600ms) 能量活

动。然而，这些指标上的差异在高声誉损失风险下均显著减弱或消失了。表明个体对熟人比

对朋友和陌生人进行道德决策时激发了更强烈的厌恶情绪体验和道德冲突，而且，对熟人的

决策需要消耗更多认知资源来化解两难冲突
［35］。 

此外，还有 ERP 研究发现，与在陌生人 A 与 B 之间选择救谁相比，被试在亲人 A 与 B

之间做出选择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体验到更大的情绪冲突(如更大波幅的 P2) ，并消耗更

多的认知资源来解决该冲突( 如更大波幅的 P3)
［36］。Knyazev 等人发现，与非个人道德困境

相比，个人道德困境判断在右侧颞叶引发了更大的δ 频段能量，表明个体在道德判断中体验

到了更强的情绪反应和道德冲突
［37］。Laurentino 等人也发现，与非个人和非道德困境相比，

个人道德困境的判断在扣带回上诱发了α 频段的能量增强，表明个体消耗了更多的认知控制



来解决道德冲突
［38］。 

（二）刻板印象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刻板印象是指感知者对某些人类群体的知识、信念和期望。刻板印象可以有力地影响人

们对刻板印象群体的看法; 认知者可以推断出正面或负面的刻板印象特征，并相应地影响其

道德判断
［39］。Lu 等人探讨了与行为者相关的职业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人们对道德/不道德行

为的认知。结果发现，具有值得尊敬的职业角色的行为主体越受尊敬，他们在不道德行为中

就越不受欢迎; 与职业角色相关的道德刻板印象会影响信息的早期加工阶段(N2) ，但不会影

响晚期评价加工( LPC)
［40］。此外，Cui 等人研究发现，个体观看高道德水平者的疼痛图片比

中性图片诱发更大的 N2 波幅，而观看低道德水平者的疼痛图片诱发的 N2 波幅与中性图

片无差异，表现出个体对不道德者疼痛共情的减弱。 

总之，已有的研究证明，道德自我相关性、道德刻板印象等以人为中心的因素会对道德

决策和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并揭示了这种影响的神经机制，从具身道德情境的角度，为具身

德育新理念提供了神经科学证据。 

五、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具身道德理论已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

发展，道德的具身性更是被越来越多的脑科学研究所证实。目前，国内外对具身道德脑机制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具身道德概念隐喻、具身道德情绪和具身道

德情境等方面，从道德的认知、情感和情境三个角度为具身德育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证据。 

具身道德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可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一些启示。第一，道德教育应

重视“身体”的作用，重视学生的切身参与及主体性的发挥，强调身体力行与心理活动的有

机统一，在德育过程中注重实践、活动、感悟、体验。同时，应更加重视身心健康这一前提

和保障，引导学生强身健体，教育学生关爱生命、尊重生命，塑造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呵护

学生心理健康。第二，道德教育应重视“情境”的作用，应尽可能选择与生活实际接近的情

境，尽可能营造当事人情境或可以让当事人体验共鸣的情境，让学生身体直接卷入，触景生

情，从而提高知行合一的实效性。道德教育还应从学生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杜绝德育“悬空”

现象，使德育走向生活、引领生活。第三，道德教育应重视“情感”的作用，充分发挥情感

在知行合一中的内驱力作用和催化剂作用。应重视学生在德育情境中的情感体验，通过情境

触动学生的情感和心灵，促进知行合一。应重视德育过程中快乐的体验、收获进步的喜悦、

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等积极情感对德育效果的影响。总之，道德教育应遵循具身德育思想，将

“身体、情境、行动、认知、情感、养成、开放”七个方面形成统一整体
［42］，使德育最终



落到身体实处，落到心理实处，落到生活实处，落到学校实处，落到家庭实处，落到社会实

处，落到国家实处，落到国际实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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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rain Mechanism of Embodied Moralit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vidence for Embodied Moral Education 

YAO Ru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tendency of disembodied moral education，embodied 

moral education clarifies the irreplaceable role of the bod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which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tting edge of 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mbodied morality from three aspects: metaphors of embodied moral conception，

embodied moral affection， and embodied mor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vidence for theories of embodied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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